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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提升治理效能是当前深化改革与治理现代化
的关键问题。传统的政府间关系视角未能充分关注日益活跃的市场主体在参与
地方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可能缓解长期积累的地方财政压力，优化地
方治理。论文利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检验交通基础设施
促进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从而改善地方财政与治理的潜在影响。基于事件研究
法对２００７年中国铁路提速效应进行估计的结果显示，地方人均财政缺口在铁路
提速后显著缩小。该效应随时间不断增强，主要缘于人均财政支出的减少而非
财政收入的增加；地方教育、医疗、科技创新等长期依赖财政支出的公共物品
则并未减少，而是有所增加，显示了治理效能的提升。这两方面效应的产生伴
随着市场主体活力的提升———民营经济的显著发展与劳动人口的显著增长。随
着政府与市场角色定位的不断调整，探讨地方有效治理与财政状况改善时应纳
入市场主体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关注培育市场的手段可为提升地方治理
提供长期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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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国家治理中，理解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提升治理效能时，需要纳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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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作用的思考。地方积极性的有效调动历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
治理效率。传统文献从政府间关系的视角出发理解地方治理与制度设计，如科
层制、委托－代理、集权与分权等（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 Ｍｏｒａｎ，１９８３；周雪光、练宏，
２０１２；渠敬东，２０１２）。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逐步调整，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民营
经济规模不断提升（张晓晶等，２０１８）。这不仅让地方政府与微观市场的互动关
系得以重塑，也对提升地方治理水平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新的思考命题。

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市场主体提供财政收入与公共物品，与地方政府形成有
效互动，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的能力与手段，是提升地方治理效能不
可忽略的维度。活跃的市场主体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使得地方政府财力
提升，从而具有更大能力以发挥积极性（刘慧龙、吴联生，２０１４）。市场主体活
力的提升有助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市场要素流动引致地方政府竞争与提
效的同时，也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增强经济辐射，消除地方保护（陈朴
等，２０２１）。但往往被忽视的是，市场主体也可能协同供给教育、医疗、就业与
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分担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化解
地方财政风险，从而优化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的手段（蔡长昆，２０１６）。因此，
在市场主体数量日渐增长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市场与政府在保障市场繁荣与提
供公共物品之间逐渐形成的互补性。

为理解与观察市场主体活力对地方财政状况及治理绩效的影响，本文选择
以铁路提速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改善作为市场要素流动、营商环境建设、市场
与政府互动的影响因素开展研究。一般而言，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央打破
地方市场分割、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与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手段。高速铁
路是一种典型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减少空间摩擦、加快流动、释放货运运力，
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促进市场经济活跃的催化剂（Ａｈｌｆｅｌｄｔ ＆ Ｆｅｄ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８）。
中国在本世纪初迎来高铁的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对接入高
铁网的追逐竞争。已有文献对高铁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影响，
包括对经济发展、区域一体化、投资、创新、污染减排等的积极效应。然而，
高铁通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潜在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
关注。

本文聚焦２００７年铁路大提速带来的冲击，通过事件研究法估计其动态效
应。在历次高铁建设与铁路提速中，２００７年的提速一方面不涉及建设新高铁线
路对地方财政支出造成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相比前几次提速拥有更大的幅度。
聚焦于单一提速事件，研究设计也可避免传统双重固定效应估计下交叠倍差法
（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与事件研究法（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存在的偏误问题
（Ｄｅ Ｃｈａｉｓｅｍａｒｔｉｎ ＆ ｄＨａｕｌｔｆｏｅｕｉｌｌｅ，２０２０；Ｓｕｎ ＆ 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２１），从而更清晰
地展示影响的变化趋势。

·２２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１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铁路提速缩小了地方财政缺口，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
相较于对财政收入的促进作用，２００７年的铁路提速更大程度上带来的是地方财
政支出的减少，但教育、医疗、科技创新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并没有受到负向影
响，反而有所增加，显示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这一过程伴随着市
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活力的增强。本文在理论意义上揭示了市场主体通过
参与公共物品供给，实现分担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重
要作用，发现了基础设施建设正外部性的新维度。本文的政策启示是，需要统
筹考虑市场主体与要素流动的作用，探索促进市场繁荣的政策工具，以充分发
挥地方积极性，提升治理效能。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从市场主体活力角度，试图探究基础设施改善对地方财政状况的影响

与机制，及其对发挥地方积极性、提升治理效能的潜在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
理解主要涉及三方面文献：其一，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是影响地方
治理的重要维度；其二，基础设施建设与优化具有正向外部性，并对市场繁荣
与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三，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可以影响地方
财政收入与支出，从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基于此，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设。

（一）财政视角下的地方治理
中央政府领导发展方向与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的协调统一是改革开放与经

济发展的关键。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后，国家更加重视地方财政制度设计的
完善，以提升地方的积极性与治理能力。有效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本质，是通过
制度设计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不一致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在超
大治理规模的国家，往往通过不同治理维度上集权与分权的设置来塑造国家治
理结构（何艳玲，２０１８）。基于此，学者们围绕提升地方治理的主要制度安排开
展分析，包括关注官员绩效考核、晋升与流动的干部人事制度（周黎安，２００７；
Ｌü ＆ Ｌａｎｄｒｙ，２０１４），围绕职能部门内部上下级管理与属地管理间的“条块关
系”（周振超，２００５），以及聚焦政府间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财政体制等
（高培勇，２０１８）。

从这些理论概念与制度安排出发，采用地方财政视角可以较好地把握地方
积极性及其变化趋势。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的
动力和能力，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则关系到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的手段。中
央政府通过对财权与事权的调整和运用，不仅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也可
以消除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的负面影响（吕冰洋、贺颖，２０２２）。改革初期的财
政包干和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央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代表性财政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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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充分激励了地方的积极性，但也滋生了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后者则加强
了中央集权与统筹能力，但也造成了央地财权事权的倒挂（Ｑｉａｎ ＆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１９９７；何艳玲，２０１８）。

在当前地方政府的竞争格局下，地方财政往往呈现出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
题（傅勇、张晏，２００７）。这一问题既缘自地方政府扩大支出以改善治理
（Ｄｉｃ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也因其承担了一些本应由中央承担的事务（曹正汉、
周杰，２０１３）。财权事权的不匹配在不利于地方积极性发挥的同时，也蕴含财政
风险。分税制改革后，地方部分财政收入收归中央，但地方政府仍承担着各类
支出责任，使得财政支出与收入间的缺口逐年扩大，城市人均财政缺口从２００３
年到２０１６年扩大了十余倍。对此，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激励地方合理发挥
积极性，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多以项目形式拨付地方，这使地方政府为获得转
移支付，往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何欢浪、张曼，２０１８）。而
面对繁重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不仅在招商引资方面展开激烈竞争，采取地方
保护政策以扩大税源，还通过土地财政、发债等预算外手段弥合收入与支出间
的缺口（周飞舟，２０１９）。但随着财政缺口的不断扩大，土地财政与地方债的过
度依赖促使地方财政与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综上所述，地方财权与事权的每一次变化都影响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及其
治理边界。针对“财权集中，事权下压”局面下日益积累的地方财政风险，中
央于２０１４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并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４３号）、《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
办法（试行）》（财预〔２０１８〕２０９号）等政策文件。然而，这些政策虽然可以
一定程度上调整地方财权，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财政体制下收支缺口的结构性
风险问题。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仍然受限于地方财政体制的财权事权匹配困境。

（二）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主体
相对于具体政策，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有着更为深远广泛的影

响。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学者们开始关注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对
区域经济的影响，提出“增长极理论”（Ｐｅｒｒｏｕｘ，１９５０）、“核心－外围”模型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等理论。实证分析也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有效促进区域
经济增长（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２０１８）。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高铁被认为是中
央促进要素流动、推进统一市场的重要手段。已有研究发现，高铁通过减少空
间摩擦、加速人员流动，促进了当地投资（龙玉等，２０１７）、创新（Ｇａｏ ＆
Ｚｈｅｎｇ，２０２０）与跨区域知识合作（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张俊，２０１７）与区域一体化（Ｚｈｅｎｇ ＆ Ｋａｈｎ，２０１３），甚至减少了环境污染
（王群勇、陆凤芝，２０２１）与碳排放（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交通基础设施的积极影响与其在市场建设和要素流动两方面的作用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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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市场建设方面，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客运能力、解放货运能
力，进而降低运输成本（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２０１８）。运输成本的下降能够有效提高市场
可达性和促进市场整合，使企业得以将更多产品销售到其他地区，获得更大的
市场规模（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会加剧市场竞争程度，淘汰低效
率企业，进而提升整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刘冲等，２０２０）。在要素流动方
面，交通基础设施会加速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龙
玉等，２０１７）。高铁具有速度快、安全性高等特点，在中短途出行中拥有独特的
优势，能有效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出行（孙文浩、张杰，２０２０）。这一方面会促进
知识的流动，实现跨区域创新外溢（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另一方面也使得消费
需求更加多元，进一步刺激企业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促进市场繁荣。

已有研究往往关注于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而忽视了交通基础设施渐
进改善的作用。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前期投资巨大，需要地方政府高度
参与。为了争夺高铁项目，地方政府往往不仅会提出低价土地供给等优惠条件，
还会通过举债等方式保障建设资金。一旦所引进高铁的经济拉动作用有限，新
建高铁无法拓宽税基来收回成本，可能带来一系列地方财政风险（张国磊，
２０１７）。相较于新建高铁，对既有铁路线路的提速同样可以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质
量，但改造投资规模小且主要由中央承担，地方财政风险较小。仅有少量文献
关注到铁路提速的影响，学者们聚焦于铁路提速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生产率提升
的促进作用（周浩、郑筱婷，２０１２；施震凯等，２０１８）。

（三）市场主体与地方财政
想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离不开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把握

（何艳玲，２０１８）。以往文献关注在特定财政制度安排下市场主体对财政收入的
贡献。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改善地方财政状况，但其作用受限于地方保
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由于地方政府行为受财政收益最大化的逻辑所支配（郁建
兴、高翔，２０１２），地方政府通常会积极运用政策优惠进行招商引资，如税收返
还、补贴、土地出让等（陶然等，２００９）。然而，税收优惠造成了税收洼地，也
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唐飞鹏，２０１７）。另一方
面，为了更大范围内的有效治理与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推动垂直管理与基础
设施建设，有助于促进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因此，市场主体的流动与繁荣，既关乎地方财力，也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密不
可分。

除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市场主体也是一些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产品与服
务的供给者，能与政府在地方治理中形成良性互动，这一作用在现有研究中并
未得到充分重视。在传统的集权分权讨论框架中，公共物品的提供完全由政府
决定（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学者们只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围绕教育、环境、研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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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展开讨论，探究采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对公众与市场主体的影响（Ｃｈａｍｐｎｅｙ，
１９８８）。但这一假设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等非正式制度在
基层公共物品供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Ｔｓａｉ，２００７）；在转型时期，国有企业也
发挥了稳定就业与提供社会保障等关键作用（Ｂ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ＥＳＧ等理念与
趋势也引导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想要实现政府、
社会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就必须明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责任边界，避
免公共服务供给陷入被政府包揽或完全推向市场的两难境地，从而实现公共服
务的有效供给（刘尚希，２０１３）。

政府、社会与市场互动所形成的制度性互补有助于地方政府化解财政风险、
提升治理效率。近年来，中央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明确了企业的行为边界，间接
缓解了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与修订规范了企业的雇佣行为，保障了劳动者权益，
减轻了地方政府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责任（沈永建等，２０１７）；《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从知识产权角度保护了企业具有正向外部性的技术创新，
促进了产业发展与效率提升（王海成、吕铁，２０１６），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创
新动力，减少政府的基础研发投入与政策补贴支出。政策调整与市场繁荣也会
影响公众预期，使得公众以往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诉求向市场分流。虽然传统上
由政府供给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仍存在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但公众
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获得服务（李丁等，２０１９）。因此，提供公共物品和服
务的地方制度安排、划定企业行为边界与引导公众预期的中央政策，以及规定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规范可以形成有效的制度互补性，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带
来的事实性互补也为基层政府所乐见（青木昌彦，２００１）。这一方面意味着地方
政府在其传统事权范围内的某些维度上可以缩减规模、节省财政支出，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更加专注、更有效率。

因此，市场主体活力的增强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均可能影响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石亚军、高红，２０１７）。从供给端来看，市场统一不仅有助于消除
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加强产品研发，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增加财政收入，还会有效促进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引导地方政府减少重复建
设，转向扶持服务业，使得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
中。从需求端来看，市场主体活力的增强可以吸引高技能劳动者聚集，由于高
技能劳动者的消费需求更加多元，难以通过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
满足，所以他们会向市场、社会寻求供给（李丁等，２０１９）。因此，正确处理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定政府公共服务的
范围和方式，既能有效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也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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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升地区市场主体活力，改善公共服务供给

结构，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化解地方财政风险，提升治理效
率（如图１所示）。虽然对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作用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交通基
础设施对地方财政收支的潜在影响并没有充分讨论。本文借助中国铁路提速的
重要冲击，考察基础设施建设对地方财政与治理状况的影响，以及市场主体活
力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提出三方面假设。

假设１：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可以缩小地方财政缺口，增加财政收入并减少财
政支出。

假设２：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影响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结构，而不会减少公共
物品供给量。

假设３：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可以增强地方市场主体活力。

图１　 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
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大众化交通工具，铁路在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中处于骨干地位，因此，本文选择铁路提速作为对地区市场的外在
影响。为了加速地区间人员流动、释放铁路货运运力，中国自２００４年提出《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起逐步推进客运专线的建设与提速。２００７年开展的铁路大提
速，实现了运营时速２００公里铁路的零突破，中国正式进入高铁时代。截至
２０２２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４万公里，全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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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方政府也往往希望借助高铁项目，争取中央拨款，推进城市建设，由此
围绕高铁站点的设立展开了竞争。已有研究往往关注高铁站点设立与高铁开通
的影响，但这并非识别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影响的最佳选择：高铁站点的建设
涉及一系列的土地开发与工程建设，需要地方政府筹措配套资金，而高铁站的
争夺会进一步促使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与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可能带来
的潜在积极影响相抵消。与新建高铁不同，铁路提速通过既有线路改造来提高
铁路运输能力，且改造投资全部由铁路部门负担，地方政府不需要参与投资①。
因此，本文关注不涉及高铁站设立却可以降低空间摩擦、增加人员流动的铁路
提速。

在历次铁路提速中，本文聚焦于２００７年第六次全国大提速。１９９７年至
２００４年，中国铁路共经历了５次大面积提速，平均旅行速度从每小时４８ １公里
提高到６５ ７公里。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８日第六次大提速将京哈、京沪等既有运行时
速１６０公里干线提升至时速２００—２５０公里，同时减少了大量经停站以保持较快
的旅行速度，大大缩短了旅行时间。至此，中国铁路客运速度发生了质的飞跃，
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此后除京津线以外，沪昆、沪宁等高铁直至２０１０年下半年
才陆续开通，线路运行时速达到３００公里，但又因为安全考虑在２０１１年下半年
降速。２００７年中国铁路提速到每小时２００—２５０公里的线路的总里程达到６００３
公里，不仅涉及３个直辖市与１５个省会及副省级城市，还覆盖了沿途超过４０
个中小城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②。以京广线上的河南省漯河市为例，提速后旅
客乘坐Ｄ字头动车由漯河市到北京市的旅行时间缩短至５个半小时，比Ｚ字头
直达特快列车缩短了近２个小时，更是远远低于Ｔ字头特快列车（９小时）和Ｋ
字头普快列车（１２小时）的旅行时间。

（二）实证策略
与已有评估高铁连通效应的研究不同，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估计２００７年铁

路提速的影响。因为高铁开通存在不同批次，已有研究多使用交叠倍差法，在
双向固定效应的设置下估计高铁开通的影响，但近期的理论计量经济学文献发
现这一估计策略往往存在偏误（Ｄｅ Ｃｈａｉｓｅｍａｒｔｉｎ ＆ ｄＨａｕｌｔｆｏｅｕｉｌｌｅ，２０２０）。在几
种新的估计策略下（Ｓｕｎ ＆ 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２１；Ｂｏｒｕｓｙ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不同批次
高铁开通影响的潜在异质性仍难以有效区分。这也是从实证角度本文聚焦于
２００７年铁路提速的原因。铁路提速对市场主体活力的激发难以一蹴而就，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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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中国铁道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０５年更新改造投资１８６ ５４亿元，以第六次大提速和
安全标准线建设为重点，其中铁道部管理项目５７ ６６亿元，铁路局管理项目１２８ ８７亿元，地
方政府未出资。

限于篇幅原因，２００７年铁路大提速２００公里以上线路经停城市名单未在文中列出，
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名单。



件研究法可以较好地展示铁路提速冲击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效应，同时也可以直
观检验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共同趋势假设。具体估计形式如下：

Ｙｃｔ ＝９

τ ＝ －４
βτＤτＴｒｅａｔｃ ＋ γＸｃｔ ＋ μ ｃ ＋ δ ｔ ＋ ｆｃ ( )ｔ ＋ ε ｃｔ （１）

式（１）中，ｃ和ｔ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Ｙｃｔ为衡量地方财政状况、公共物
品供给、市场主体活力的被解释变量；Ｔｒｅａｔｃ 为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虚拟变
量，当城市ｃ为２００７年提速到每小时２００公里以上线路的途径城市时为１，否
则为０；Ｄτ为一系列指示相对期数的虚拟变量，其中τ为相对于２００７年提速的
期数，即τ ＝ ｔ － ２００７；Ｘｃｔ是一组地级市层面可观测变量，包括第三产业占ＧＤＰ
比重、人均ＧＤＰ、人均外商投资额、人均房地产投资完成额、人均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余额、人均社会零售消费额、职工平均工资、公路密度；μ ｃ 为地区固
定效应，δ ｔ为时间固定效应；ｆｃ（ｔ）为时间趋势项；ε ｃｔ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可以
通过Ｄτ估计各期的效应βτ。考虑到可能存在企业提前选址落户等预判影响，本
文选择－ ２期即２００５年为基准期。

（三）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将２００７年铁路提速到每小时２００公里以上线路的途经城市设为实验

组。笔者根据２００７年４月与７月发行的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手工整理得
到５８个实验组城市名单。为了排除其他影响因素，本文剔除了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４个直辖市，以及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时速达到２００公里以上线路的沿途城
市，最终整理得到１０５个控制组城市名单。本文的专利申请数据来自于国家知
识产权局，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值由各省统计年
鉴补齐。主要变量选择如下。
１ ． 地方财政状况
本文重点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和赤字状况。参考Ｄｏｕｇｌａｓ

和Ｒａｕｄｌａ （２０２０），本文利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去“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得到地方财政缺口，再将这三个变量分别与城市年末总人口相比得
到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缺口。此外，本文还计算得到财政收入和财
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以验证结果的
稳健性；本文分别计算本级财政收入占省级财政收入比重、本级财政支出占省
级财政支出比重，以探究铁路提速对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纵向分配可能产生的长
期影响。
２ ． 公共物品供给
为探究铁路提速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本文聚焦与居民生活紧

密相关的教育、医疗和科技三方面公共物品供给。作者使用中小学在校生数、
医院床位数与城市年末总人口作比，计算得到每万人中小学在校数和每万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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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床位数，衡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供给水平；本文根据专利申请条目中的地
址信息与申请人类别，加总得到地级市层面的年度非企业专利申请数，并计算
得到每万人非企业专利申请数，衡量非企业科技研发水平。
３ ． 市场主体活力
已有研究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就业率的增长（赖先进，２０２３），因

此本文从就业吸纳能力角度出发，重点关注市场从业人数，以弥补地级市层面
缺乏民营经济数据的不足，揭示市场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机制。基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使用城镇单位从业人数、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
数加总得到城镇劳动人口，并除以年末总人口，计算得到城镇劳动力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以衡量劳动参与比例。根据国家工商总局２０１６年《个体私营经济吸
纳就业状况与走势预测报告》，个体私营经济是中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全国
１ ／ ３就业、城镇新增就业９０％的岗位都集中于个体私营经济部门，因此本文使用
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每万人教育产业从业人数来衡量民营
经济活力、教育产业市场化水平（刘蓉、汤云鹏，２０２０）。
４ ． 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龙玉等（２０１７），本文还收集并计算得到了相关控制变量，包括第三产

业占ＧＤＰ比重、人均ＧＤＰ、人均外商投资额、人均房地产投资完成额、人均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人均社会零售消费额、职工平均工资、公路密度等，
分别衡量城市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
水平、市场规模、可支配收入、基建水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特征，最终构建得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１６３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财政收入（元） ２２８２ ２５５５ １ ３５５０ ８ ７０ ３２７ ２８５１７

人均财政支出（元） ２２８２ ４７９４ ９ ４４０７ ２ ３００ ５０ ３６７６５

人均财政缺口（元） ２２８２ ２２３９ ８ ２０９９ ３ － ２１０２ ４ １８１１５

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２２８２ ６ ４０１４ ２ ５５５０ １ ７８１０ １８ ７７１

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２２８２ １６ ７９３ １０ ４５９ ４ １２４５ １０２ ６８

财政收入占省级财政收入比重（％） ２２８２ ６ ６６４３ ７ ５２６６ ０ ３３１０ ４５ ８７０

财政支出占省级财政支出比重（％） ２２８２ ６ ３９７５ ４ ６０８６ ０ ９８８９ ３１ ３１８

每万人中小学在校生（人） ２２８２ １３４３ ６ ４１５ ７１ ５０８ ４８ ５１７４ １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张） ２２８２ ３５ ５４４ １６ ０３６ ９ １８３４ １３６ ９９

每万人非企业专利申请数（个） ２２８２ ２ ８２０５ ６ ０５３２ ０ ００４４ ６３ ６５９

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２２８２ ９ １７５４ ９ ２３８２ ０ ２７２５ ６５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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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观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镇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２２８２ ２０ ５５９ １５ ８０２ ３ ８８３ ８１ ６８３

每万人教育产业从业人数（人） ２２８２ １１７ ６７ ３０ ３９８ １６ ６６０ ２８２ ０９

人均ＧＤＰ （元） ２２８２ ３３８４１ ３８１４４ １８９１ ２ ３３９６９

人均ＦＤＩ （元） ２２８２ ９４３ ３４ ４０９８ ７ ０ １３１０００

人均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元） ２２８２ ３１７４ ５ ４８２４ ７ １１ ２２８ ３５４１３

人均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元） ２２８２ ４１１２９ ６１２６６ １２８０ ３ ５５７０００

人均社会零售消费额（元） ２２８２ １１１９３ １２４７４ ０ ３９０８ １２３０００

职工平均工资（元） ２２８２ ３１５３２ １６６９４ ４９５８ １１９０００

公路面积密度（％） ２２８２ １ ０４７１ １ ４３２０ ０ ０００２１ １９ ４６９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四、研究结果

（一）地方财政状况
本文首先关注铁路提速对地方财政状况的影响，通过事件研究法得到的动

态估计效应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到，铁路提速在当期开始就对沿途城市的人均
财政缺口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效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如图２ａ所示）。
这一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这意味着该效应很可能来自于市场培育等
长期渐进变化，而非地方基建与融资等短期行为。本文将人均财政缺口分解为
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其结果显示：人均财政收入在铁路提速后逐渐提升，但这
一效应并不显著；人均财政支出在提速之初就显著下降，该效应呈现出与财政
缺口相同的渐进增强趋势（如图２ｂ、图２ｃ所示）。由此可见，地方财政压力的
缓解主要缘于财政支出的减少，而非财政收入的增加。

ａ人均财政缺口 　
ｂ人均财政收入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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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人均财政支出
图２　 铁路提速对地方财政状况的影响

注：圆圈表示点估计值，条形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本文将人均财政收入、支出替换为财政收入、支出

占ＧＤＰ比重。如图３所示，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的效应分别呈现类似图２ｂ、
图２ｃ所展示的变化趋势，收入的增长不显著，而支出的下降及时且明显。不仅
如此，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还可能对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纵向分配产生
长期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关注铁路提速后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分别占省内
财政总收入、支出比重的变化趋势。如图４所示，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
在省内财政占比呈现的趋势与图２ｂ、图２ｃ中所展示的趋势类似；另一方面，财政
收入占比的提升在期末显著，而财政支出占比的下降则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从长
期来看铁路提速沿途城市的相对财政收入能力得到提升，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的
能力得到保证；而铁路提速沿途城市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未发生变化，铁路提速
所带来的市场繁荣可能对省内其他城市产生了溢出效应，如异地就医、求学等。

ａ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ｂ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图３　 铁路提速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的影响
注：圆圈表示点估计值，条形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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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省内财政收入占比 　 　
ｂ省内财政支出占比

图４　 铁路提速对省地两级财权与事权分配关系的影响
注：圆圈表示点估计值，条形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解决潜在的混淆性与选择性问题，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再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具体匹配过程为，
首先本文选取并计算铁路提速发生前的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城市特征变量年均值作为
解释变量，“是否为提速到每小时２００公里以上线路的沿途城市”的虚拟变量作
为被解释变量，构建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结果，预测各城市成为提速沿途
城市的概率值，即倾向得分值。基于倾向得分值，作者为每一个提速沿途城市
找到一个或多个倾向得分最为相近的城市进行匹配，包括１对１、１对３近邻匹
配与核匹配方法。最后，作者利用匹配样本，重新估计式（１）。所有估计结果
呈现出的趋势与图２ｂ、图２ｃ所展示的趋势类似，这表明基本结论是稳健的①。

（二）公共物品供给
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包含了科教文卫等公共物品的供给，本文选取每万人

中小学在校生数、医院床位数、非企业专利申请数进行衡量。如图５所示，铁
路提速后，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并没有因人均财政支出减少而下降。具体而言，
每万人中小学在校生数反映了地方基础教育供给水平。相比于非沿途城市，沿
途城市的教育供给水平自提速后第２年起显著增长，且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强。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反映了地方医疗保障水平，其上升趋势虽然并不显著，但也
未因财政支出下降而落后于非沿途城市。每万人非企业专利申请数反映了地方
科技研发水平，其结果也自提速后的第２年开始显著大于非沿途城市，且该效
应值随时间不断增长。

·３３１·

基础设施、市场主体与地方财政影响：来自铁路提速的证据◆

① 限于篇幅原因，稳健性结果未在文中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结果
图。



ａ每万人中小学在校生数 　 　
ｂ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ｃ每万人非企业专利申请数
图５　 铁路提速对地方公共物品水平的影响

注：圆圈表示点估计值，条形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在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出显著下降的同时，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特别是在基础教育、科技研发等方面。这反映
了非政府部门分担了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公共物品供给的结构发生转变。
在市场参与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更加聚焦，从而使财政支
出效率得到提升。

（三）市场主体活力
为验证非政府部门分担政府公共服务、缓解财政压力的作用机制，本文进

一步关注铁路提速对市场主体活力的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城镇
劳动参与比例、民营经济活力和教育供给水平三方面进行探究，结果如图６所
示。首先，铁路提速提升了沿途城市的城镇劳动参与比例，该效应在提速后第
５—６年显著。更高的劳动参与比例意味着更高比例人口的社会保障可以由其雇
用单位承担，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
比早在提速后第１年就显著增长，且这一效应逐年增强，显示了民营经济对市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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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更加敏锐、具有更强的吸纳就业与带动市场活力的功能。最后，教育产业从
业人数也得到显著提升，与基础教育供给水平的提升相符。

ａ城镇劳动参与比例 　 　
ｂ民营经济活力

ｃ教育供给水平
图６　 铁路提速对市场经济活力的影响

注：圆圈表示点估计值，条形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此可见，铁路提速的时空压缩效应，对整个市场活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尤其是民营经济，在财权和事权两方面有效地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对于地方政
府而言，从财权角度来看，铁路提速后沿途城市的人均财政收入虽然没有立刻增
加，但长期得到显著改善。从事权角度来看，铁路提速是在既有线路上改造，不
增加地方财政负担，所带来的市场繁荣承担了一部分原来需要地方财政负担的公
共服务，使地方财政减少了不必要支出，集中支出责任、提升支出效率。对于中
央政府而言，虽然基础设施的改善无法如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一样直接改变地方
财政状况，但仅通过较低的投入在既有线路上进行升级改造①，就能够激发市场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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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低投入是相对于新建高铁。以京津城际高铁为例，全线初始投资额１３３ ２４亿元，
后因原材料上涨达到２０４ ２０亿元，正线全长１１３ ５４公里，每公里平均投入接近２亿元；而
整个第六次铁路大提速花费仅为２９６亿元，经过对提速线的改造直接产生出的时速２００公里
及以上的线路资源达到了６００３公里，每公里平均投入不到５００万元。



主体活力，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缓解分税制改革后由“财权与事权
不匹配”所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这为突破当下地方财权事权制度设计提供了
一种解决方案。

五、结论
为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提升治理效能，需要深刻理解市场主体可以发挥

的重要作用。传统文献聚焦于政府间关系的主导作用，认为市场主体的流动受
到地方自主发挥积极性的调节。但在这一背景下，财政维度出现了中央统筹与
地方自主间的收放困境，带来了地方财政压力与潜在风险的不断积累。针对此
问题的各类政策举措与制度安排难以将地方积极性调动到合意水平，急需探索
更有效的优化路径。市场主体也是传统上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产品与服务的提
供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市场主体可以满足部分过去指向政府的公共服务需求，
从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升财政支出效率。

本文利用２００７年铁路提速的外生冲击，检验其通过提升市场主体活力进而
改善地方财政状况与治理的作用。基于事件研究法的估计结果显示，铁路提速
显著减少了长期积累的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间的差距，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
且该效应随时间不断增强。相对于财政收入的提升，这一效应主要缘于财政支
出的减少，但教育、医疗、科技创新等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并未因此减少，而
是有所增加。这意味着公共物品供给者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铁路提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快速繁荣与劳动参与比例的提
升，使得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因而使公共物品供给增加与财政支出减少的协同
效应成为可能。

本文的重要启示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时
期，对地方财政制度安排与治理体系的构建应充分理解市场主体的定位与作用。
通过合理划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范围和方式，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明确政府与
市场边界，可以合理引导传统上完全依赖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各类需求由市场供
给满足，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化解财政风险，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地方积极性，
提升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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